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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论与综述 

水生生态系统中金属依赖型甲烷厌氧氧化过程的研究进展 

姜怡如 1  高峥 1,2  李明聪*1,2 
1 山东农业大学生命科学学院  山东 泰安  271000 

2 山东农业大学作物生物学国家重点实验室  山东 泰安  271000 

摘  要：甲烷是一种比 CO2 更活跃的温室气体，微生物驱动的甲烷厌氧氧化(anaerobic oxidation of 

methane，AOM)过程对于降低全球甲烷的排放有着重要意义。参与 AOM 反应的最终电子受体主要

分为三类，即硫酸盐、亚硝酸盐/硝酸盐以及以 Fe(III)、Mn(IV)等为代表的金属离子。可溶性金属物

质和不溶性金属矿物都可以被用作 AOM 的电子受体，这大大提高了参与金属依赖型甲烷厌氧氧化

(metal-dependent anaerobic oxidation of methane，Metal-AOM)微生物的生态价值。目前研究聚焦在功

能菌群、生态分布等方面。部分甲烷厌氧氧化古菌(anaerobic methanotrophic archaea，ANME)具有直

接或间接参与 Metal-AOM 过程的能力。但由于功能菌群纯化富集和分离具有一定难度，有关其生理

生化和生态学等特征的研究受到限制。同时，随着 Metal-AOM 被发现存在于不同水生生境中，其在

污染治理领域的应用也被广泛讨论，但是河口生境尚缺乏深入研究。本文从 Metal-AOM 的发现入手，

阐述了参与该过程的主要微生物及其在水域环境下的生态分布，并介绍了 Metal-AOM 的反应机制和

在实际应用中的机遇与挑战。最后，根据现有研究结果，提出对功能菌群、机制及环保应用的研究

展望，包括微生物分离纯化和影响因素、菌群代谢活性和作用机制的解析以及新型生产工艺的设计

和发展应用，以期为今后的环境污染治理和工业应用提供借鉴意义。 

关键词：水域环境，甲烷厌氧氧化，甲烷厌氧氧化古菌，金属离子电子受体，生态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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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Methane is a more active greenhouse gas than CO2, and the process of methane anaerobic 
oxidation (AOM) driven by microorganisms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in reducing global methane emiss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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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final electron acceptors involved in AOM reaction are mainly divided into three categories: sulfate, 
nitrite/nitrate, and metal ions represented by Fe(III), Mn(IV), etc. Both soluble metal substances and 
insoluble metal minerals can be used as electron acceptors for AOM, which greatly enhances the 
ecological value of microorganisms participating in metal-dependent anaerobic oxidation of methane 
(Metal-AOM). The current research focuses on functional flora, ecological distribution, etc. Some 
anaerobic methanotrophic archaea (ANME) have the ability to participate in Metal-AOM process directly 
or indirectly. However, due to the difficulty in purification, enrichment and isolation of functional 
microorganisms, the study on their physiological, biochemical and ecological characteristics has been 
limited. Meanwhile, with the discovery of Metal-AOM in different aquatic habitats, its application in the 
field of pollution control has been widely discussed; but there is a lack of in-depth research of estuarine 
habitats. Based on the discovery of Metal-AOM, the main microorganisms involved in the process and 
their ecological distribution in the aquatic environment were described, and the reaction mechanism of 
Metal-AOM and its opportunities and challenges in practical application were introduced. Finally, based 
on the existing research results, this paper puts forward the research prospects of functional microflora, 
mechanisms and environmental applications, including the isolation and purification of microorganisms, 
the analysis of their metabolic activity and mechanism of action, as well as the design, development and 
application of new production techniques, in order to provide reference for environmental pollution control 
and industrial applications in the future. 

Keywords: Aquatic environment, Anaerobic oxidation of methane, Anaerobic methanotrophic archaea 
(ANME), Metal ion electron acceptor, Ecological distribution 
 
 
 
 
 

2018 年 4 月 2 日，Feldman 等通过对地球大气

的综合观测，首次直接证明了甲烷是重要的温室气

体之一[1]。虽然甲烷对温室效应的贡献不如 CO2，

但是就单个分子而言，甲烷对全球变暖的影响是二

氧化碳的 20−30 倍[2-3]。全球产生的甲烷有约 50%

以上在进入大气之前被微生物氧化为 CO2
[4]，参与

氧化削减甲烷的过程主要由好氧和厌氧甲烷菌负

责；好氧甲烷氧化菌可在分子氧存在的情况下，将

甲烷氧化成甲醇并最终生成二氧化碳，厌氧甲烷氧

化过程则是在无氧条件下将甲烷氧化成二氧化碳，

参 与 这 类 反 应 的 微 生 物 以 厌 氧 甲 烷 氧 化 菌

(anaerobic methanotrophs)为主，这个过程称为甲烷

厌氧氧化(anaerobic oxidation of methane，AOM)过

程[5]。AOM 可有效控制甲烷从厌氧环境向大气排

放，在全球甲烷削减中发挥着重要作用。自然环境

中甲烷的厌氧氧化最先在海底沉积物中发现，研究

发现海底产生的甲烷在接触到氧气前便被消耗了，

因此推测在海底的沉积物中存在厌氧氧化甲烷的

微生物[6]。甲烷的厌氧氧化可以消耗海洋沉积物中

产生的约 90%的甲烷，有效地控制了甲烷从海洋

中排出进入大气[7-9]。微生物的甲烷厌氧氧化普遍

存在于海洋沉积物、冷泉、热液口、湖泊以及人类

活动的水稻田、垃圾填埋场等环境[10]，通过消耗

各种环境产生的甲烷来调节甲烷对大气的输入，在

甲烷调节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甲烷厌氧氧化根据最终电子受体的不同可分

为 3 类：第 1 类是以硫酸盐作为最终电子受体，被

称 为 硫 酸 盐 还 原 型 甲 烷 厌 氧 氧 化 (sulphate- 

reduction-dependent anaerobic methane oxidation，

SAMO)；第 2 类是以硝酸盐或亚硝酸盐作为最终

电子受体，被称为氮依赖型甲烷厌氧氧化(nitrite- 

dependent anaerobic methane oxidation，N-DAMO)；

第 3 类是 Fe3+、Mn4+、Cr5+、MnO4
−等金属离子为

电 子 受 体 的 金 属 依 赖 型 甲 烷 厌 氧 氧 化

(Metal-AOM)[11]。 

SAMO 是最早发现的 AOM 类型，由甲烷厌氧

氧化古菌(anaerobic methanotrophic archaea，ANME)

和硫酸盐还原细菌(sulfate-reducing bacteria，SR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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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同完成。SAMO 的发现使人们对于甲烷氧化过

程的认知不再局限于甲烷好氧氧化[6]。在富含硫酸

盐的海洋环境中，产甲烷菌可利用海洋沉积物中的

有机质产生大量的甲烷，随后甲烷耦合环境中的大

部分硫酸盐被还原，即进行 SAMO 过程[12]。目前

在 AOM 是否会影响硫酸盐还原产生的硫化物总

产量的问题上，研究结论存在较大争议 [13-17]。

N-DAMO 是近年来发现的耦合微生物与氮碳循环

的生物过程，多发生于淡水生态环境；然而在  

2015 年，Yan 等首次揭示了温带河口生态系统中

N-DAMO 细菌的多样性和分布特征，通过对其 16S 

rRNA 基因和 pmoA 基因的系统发育分析，发现该

类细菌的多样性高于许多其他生态系统，这使人们

对 N-DAMO 多样性及分布环境有了新的认识[18]。 

Metal-AOM 发现较晚，多存在于海洋、淡水

和一些特殊的环境，如石油污染的水层、海洋沉积

物岩心的深层产甲烷带中。其环境意义不仅在于减

少温室效应，而且在调节铁、锰等元素沉积和污染

治理上也发挥着重要作用。本文介绍金属依赖型甲

烷厌氧氧化的发现以及参与该过程的主要微生物。

在此基础上，进一步阐述金属依赖型甲烷厌氧氧化

微生物在水域环境下的生态分布，探讨 Metal-AOM

的实际应用及其在节能减排上的价值。 

1  金属依赖型甲烷厌氧氧化的发现 

AOM 通常发生在沉积物的甲烷-硫酸盐交汇

区 域 (sulfate-methane transition zones， SMTZ)，

SMTZ 代表了扩散受限的海洋沉积物深部的氧化

还原交界区域，常被检测到具有较高的 AOM 活 

性[19]。Metal-AOM 是指以金属离子为电子受体的

甲烷厌氧氧化过程，如 Fe3+、Mn4+、Cr4+等[11]。相

对于 SAMO 和 N-DAMO，其具有调节金属元素的

沉积以及降解环境污染物等独特的环境价值。 

早在 1980 年，Zehnder 等就推测 AOM 可能与

铁、锰有关[20]。2008 年，Caldwell 等计算了各种

环境相关氧化剂对甲烷氧化的吉布斯自由能，提出

一些微生物或共生菌群除了将硫酸盐和硝酸盐作

为 AOM 的电子受体外，也将铁和锰作为 AOM 的

潜在电子受体[2]。此外，AOM 被发现与海洋沉积

物、海岸沉积物和湖泊沉积物中的锰或铁的削减过

程相耦合[21-24]。 

研究发现，在一些样品中存在某些物质可将原

本耦合的 AOM 过程与硫酸盐还原反应 (sulfate 

reduction，SR)过程进行解耦，例如，AOM 与 SR

解耦的环境中通常存在丰富的含金属矿物，这些可

能是驱动 AOM 的硫酸盐的重要替代品[25-27]。AOM

与 SR 解耦也成为 AOM 与其他氧化物质(如氧化金

属)还原反应耦合的一个重要指标。 

2009 年，Beal 等研究富含锰矿和铁矿的鳗鱼

河流域(eel river basin，ERB)时发现 Fe3+和 Mn4+能

够作为 AOM 过程的电子受体，首次证明自然环境

中存在 Metal-AOM 过程[21]。虽然 AOM 与 MnO2

或 Fe(OH)3 耦合后的还原速率低于 AOM-SR，但由

于 Metal-AOM 过程中产生的能量要比在 SAMO 过

程中产生的能量多得多(表 1)，这使得在 ERB 沉积

物中参与 Metal-AOM 的微生物获得能量的速度要

更快(2−10 倍)，这也激励了研究人员进一步探索这

些潜在的过程。 

近年来，Fe-AOM 被认为普遍存在于富铁海洋

沉积物的甲烷带中[22,28-32]。2013 年 Norði 等在研究

一个富含铁的淡水湖的 AOM 过程中发现：当硫酸

盐浓度低于 3 μmol/L 时，AOM 速率呈上升趋势，

这表明了 AOM 很有可能与结晶性更强的 Fe(III)

氧化物还原相耦合[33]。2015 年，Egger 等在实验室

对沿海沉积物进行原位培养，发现原位微生物群落

能够将甲烷氧化与氧化铁的还原联系起来，沿海一 

 
表 1  AOM 过程中产生的 ΔG 对比 
Table 1  ΔG comparison during AOM process 
AOM  公式 Formula ΔG 

SAMO CH4+SO4
2−→ 

HS−+HCO3
−+H2O 

−34 kJ/mol[2] 

Metal-AOM CH4+4MnO2+7H+→ 
HCO3

−+4Mn2++5H2O 
−556 kJ/mol[21] 

CH4+8Fe(OH)3+15H+→ 
HCO3

−+8Fe2++21H2O 
−270.3 kJ/mol[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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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的海水富营养化导致沉积物中 SMTZ 向上迁移，

新建立的 SMTZ 下面可还原铁的产甲烷沉积物为

Fe-AOM 过程创造了新的地球化学条件[22]。很多

研究表明，海洋沉积物孔隙水中溶铁浓度升高是铁

持续还原的标志，硫酸盐浓度低、活性氧化铁埋藏

量高且有甲烷存在，都被认为是 Fe-AOM 可发生

的地球化学标志[22,28-32]。Aromokeye 等(2019)以海

洋沉积物为实验对象，通过地球化学分析、放射性

同位素等多种方法，再次有力地论证了 Fe-AOM

的发生[34]。大陆架和边缘沉积物中，Fe-AOM 的

发现，可能对铁和碳的生物地球化学循环以及对能

量有限的深层沉积生物圈中微生物生命具有重要

意义。 

2  参与金属依赖型甲烷厌氧氧化的主要微
生物 

甲烷厌氧氧化古菌(ANME)是广为人知的参

与 AOM 的微生物。由于甲烷在全球碳循环中的重

要性，40 年来，ANME 已经引起了科学界的广泛

关注。ANME 广泛分布于海洋栖息地，包括冷渗

漏系统(甲烷水合物的气体泄漏)[35-36]、热液喷口[37]

以及富含甲烷的海洋冷泉有机质沉积物。根据系统

发育分析(图 1)，ANME 属于广古菌门，概而论之，

可分为三类：ANME-1、ANME-2 和 ANME-3。

ANME-1 与 Methanosarcinales 和 Methanomicrobiales

具有相对较远的亲缘关系；ANME-2[19]被分为 4 个 

 

 
 
图 1  甲烷代谢相关古菌进化图谱(16S rRNA 基因的进化树)[19] 
Figure 1  Phylogenetic trees of archaea associated with methane metabolism (the phylogenetic tree of 16S rRNA gene)[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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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系，即 ANME-2a、ANME-2b、ANME-2c 和

ANME-2d (近来 ANME-2d 被划分到一个新的类群

Methanoperedenaceae)[38]；ANME-3 与拟甲烷球菌

属(Methanococcoides)关系密切，通常会和硫酸盐

还原菌(sulfate-reducing bacteria，SRB)形成贝壳状

细胞团，但是细胞团中的 SRB 数量相对较少[39]  

(图 1)。 

先前的各种研究表明，ANME-1、ANME-3、

ANME-2a 、 ANME-2c 、 ANME-2d 、 Candidatus 

Methanoperedens ferrireducens 、 Methanosarcina 

activorans、产甲烷菌古生菌和产甲烷营养细菌直

接或间接参与了 Fe-AOM 过程[21,23,34,40-44]。  

Liang 等(2019)发现，海洋沉积物中，无论是

ANME-1 还是拟甲烷球菌属/ANME-3 与伴随细

菌，都可参与 Metal-AOM，但目前尚未分离出具

有代表性的 Fe-AOM 微生物；而在淡水系统中，

发 现 能 够 执 行 Metal-AOM 的 主 要 微 生 物 是

ANME-2d[45]。 

与其他 ANME 不同的是，部分 ANME-2 无论

是否与伴随的其他细菌形成细胞团，都能发生金属

离 子 耦 合 AOM 的 还 原 反 应 [40-41,46-47]。 因 此 ，

ANME-2 (表 2)可被认为是介导 Metal-AOM 过程

的主要微生物。 

ANME-2 往往与 SRB 以外壳型或者混合型共

生体存在[19]。ANME-2 各演化支系间的进化距离

相 距 较 远 ， 特 别 是 ANME-2d 也 被 称 为 GoM 

ArcI[49]，该亚类成员与其他成员的同源性较远，已

被划分至新类群，不具备直接氧化甲烷的能力，也

不与 SRB 组成共生菌群[50]。ANME-2d 作为一种甲

烷营养菌，其多功能性主要体现于其在不同的环境

条件下能够使用不同的氧化物作为最终电子受   

体 [41]。在 N-DAMO 的富集培养实验中，发现

ANME-2d 和 伴 随 细 菌 可 分 别 作 用 于 Fe3+[41] 、

Mn4+[41]、Cr4+[47]受体参与 Metal-AOM 过程。 

环境样品的复杂性使得 Metal-AOM 微生物的

发现存在不确定性。截至目前，还未获得任何单一

ANMEs 的纯培养物[51]。ANME-2(a、b、c、d)具有

生长缓慢、倍增时间长等特点，其中 ANME-2d 的

倍增时间一般为 2−7 个月，难以进行纯培养物的富

集和分离，限制了 ANMEs 的生理特性研究[40]。 

 
表 2  ANME-2 亚类性质 
Table 2  Characterization of various ANME-2 subgroups 

项目 Item ANME-2a ANME-2b ANME-2c ANME-2d (GoM ArcI) 

隶属科目 

Systematization 

甲烷八叠球菌属 Methanosarcinales Methanoperedens 

生境 

Habitat 

冷泉区域，黑海，部分淡水湿地，垃圾填埋

场等 

Cold spring area, black sea, part of fresh water 
wetlands, landfill, etc 

淡水环境如湿地、土壤、稻田、湖泊、河流、

污水处理厂等 

Fresh water environment such as wetlands, soil, 
paddy fields, lakes, rivers, sewage treatment 
plants, etc 

特性 

Feature 

球菌，与 SRB 形成混合细胞团且覆盖有机 

质膜[19] 

Coccus, and SRB formed mixed cell mass and 
covered with organic matter membrane[19] 

不规则球菌，直径为 1−3 μm 左右，可以单独

完成 N-DAMO[48] 

Irregular coccus, with a diameter of 1−3 μm, 
can complete N-DAMO alone[48] 

具备氧化甲烷的能力 

The ability to oxidize methane 

是 

Yes 

否 

No 

已知可作用的金属离子受体 

Metal ion receptors are known to act 

Fe3+[34] 
 

暂时没有 

Temporarily no 

Fe3+[40] 
 

Fe3+[41], Mn4+[41], Cr4+[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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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金属依赖型甲烷厌氧氧化菌在水生系统
中的生态分布 

自 20 世纪 90 年代末发现 ANME 以来，研究

者们对 ANME 的分布特征进行了深入的研究[19]。

目前已知的 ANME 可以从海洋甲烷渗漏、通风口

和 SMTZ 获得，此外，缺氧海洋水柱、湖泊水柱和

沉积物、土壤和含水层也发现了 ANME 的存在[19]。 

3.1  海水生态系统中 ANME 的分布及功能 

在缺氧海洋系统中微生物介导的甲烷氧化过

程具有的重要全球意义，厌氧海洋沉积物中有高达

90%的甲烷参与元素物质循环[52]。在 Zhang 等[53]

设计的高压连续流动培养装置的基础上，Wang 等

通过对 Capt Aryutinov 泥火山沉积物样品的富集，

完成对 ANME (以 ANME-2a 为主)代谢特征的研

究，开发模拟原位条件进行富集培养的装置设备，

帮助人们在实验室的条件下对 ANME 进行培养富

集，进一步揭示 AOM 过程和机制，以及 ANME

的生理生态功能[54]。 

以 Fe-AOM 为例，过去 10 年中在许多产甲烷

深度海洋沉积物中观察到铁的还原，这表明了铁和

甲烷循环之间的联系。然而，这种联系的机制性质

尚未确定，也没有在营养贫乏的浅海沉积物中进行

过研究。2017 年，Egger 团队发现，通过来自上面

的富有机型海洋沉积物向下扩散的甲烷发生反应，

湖泊向海洋系统转变可能会导致贫有机型湖泊沉

积物中埋藏较深的以结晶态为主的氧化铁重新活

化；同时，氧化铁还原和甲烷氧化之间的潜在耦合

可能影响深层铁循环和相关的生物地球化学过  

程[30]。孔隙水甲烷和丰富的可还原铁氧化物的共

生表明，与原位生成硫化物相比，接受相对较高的

铁氧化物输入的沉积物可能有利于 Fe-AOM。在海

洋和淡水环境中，ANMEs 被发现与铁结合的 AOM

有关[40-41,43,55]。2019 年，Vigderovich 等首次为证

实贫营养型地中海东南部大陆架的产甲烷带中存

在微生物参与的铁还原反应提供了地球化学与分

子证据，表明 ANMEs 或可参与地中海沉积物的

Fe-AOM 过程[56]。 

3.2  淡水生态系统中 ANME 的分布及功能 

淡水系统作为重要的温室气体排放源，其中广

泛存在的 ANMEs 在回收金属以及减缓温室效应

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有研究报道表明 ANMEs 可

以单独或者协同其他异化金属还原菌去除重金属

镉、砷高价化合物[57]。 

富铁淡水沉积物中溶解的甲烷的存在，为证明

甲烷氧化和铁氧化物还原之间的潜在耦合创造了

有利条件。2018 年，Martinez-Cruz 等发现 AOM

广泛存在于淡水湖沉积物中，其中表层湖泊沉积物

内氧化削减的甲烷总量占总甲烷产量的 1%，甲烷

的 潜 在 排 放 量 减 少 了 29%−34% (95% 置 信 区

间)[58]，这大大证实了在湖泊沉积物中 AOM 是影

响甲烷释放的重要限制因素。以前的研究已经证明

了金属与金属(铁、锰)、可能作为电子受体的 SO4
2−

和腐殖质之间复杂的相互作用[22,24,33,59-61]，即便铁

锰这两种元素的氧化态都没有被量化，它们在

AOM 中的特殊作用无法被评估，我们也不能排除

它们在这些湖泊系统中作为 AOM 电子受体的   

作用。 

ANME-2d 被发现广泛存在于各种淡水生境

中，包括湿地沉积物、土壤和稻田、湖泊和河流以

及污水处理厂等。Weber 等在丹麦日德兰低硫高铁

的 Ørn 湖中取样，并在其淡水沉积物中检测到了

AOM 活性，为此前 ANME-2d 主导完成了 SAMO

或(和) Fe-AOM 过程提供了实验依据[62]。这说明

ANME-2d 古菌可存在于高价铁等离子丰富的淡水

生境中，进而证明了 ANME-2d 参与淡水系统中

Metal-AOM 过程并对于温室效应的减缓具有重要

意义。 

3.3  河口生态系统中 ANME 的分布及功能 

近 年 来 ， 国 内 外 学 者 对 不 同 水 生 生 境 的

Metal-AOM 微生物进行了研究，研究内容以海洋

与淡水生态系统为主。河口环境是甲烷产生和代谢

的主要场所之一，然而甲烷的产生和氧化过程受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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淡水交替、潮汐循环和冲淤变化等海陆相互作用的

影响[63]，复杂的环境因素使有关 Metal-AOM 微生

物的研究受到了限制。 

国内外学者对河口沉积物甲烷消耗的研究侧

重于理化成分的测定及分析，能证明微生物参与甲

烷消减过程存在的证据微乎其微。2006 年，对珠江

口沉积物的研究表明或许存在甲烷氧化菌等微生

物消耗了水体中的甲烷[64]。2017 年，对长江口沉积

物的研究发现沉积物微生物丰度水平在潮滩环境

的空间分布特征不同，其中深层沉积物菌群以产甲

烷菌和甲烷氧化菌为主，而浅层则以 SRB 和铁还原

菌为主，垂直空间中分布的多功能菌群或可成为进

一步证明 Metal-AOM 过程存在的地理化学证据[63]。 

4  金属依赖型甲烷厌氧氧化的反应机制 

Metal-AOM 的具体机制尚不完全清楚，有关

微生物的确切特征有待进一步研究。目前根据研究

所得可能的机制有 3 种[59]： 

第 1 种认为在几种微生物(如 ANME-2a、

ANME-2c、ANME-2d)作用下，金属离子直接耦合

甲烷进行厌氧氧化[24]，即将电子直接转移至可溶

性金属离子、复合物或者固体金属氧化物。Segarra

等(2013)研究证明存在非晶态固体 Fe(III)和固体

Mn(IV)作为替代底物参与 AOM 过程，与 SR 无   

关[65]；Wankel 等(2015)研究了中谷喷口区热液沉积

物中的 AOM，由于这些沉积物富含含 Fe(III)矿物，

特别是绿锈和一种混合的铁-铁氢氧化物[66]。这两

项研究也被看作是支持铁直接耦合 AOM 机制的

证据。 

第 2 种是以硫化物存在为前提形成零价硫，以

FeS 为例的反应方程为 [33]：Fe(OH)3+FeS+6H+→ 

3Fe2++S+6H2O。ANME 与金属还原微生物(metal 

reducing microorganism，MRM)合作，为降解金属

氧 化 物 ， ANME 为 MRM 提 供 电 子 来 完 成

Metal-AOM 过程[59]。零价硫通过自身的歧化反应

固定碳元素，生成硫酸盐(与甲烷发生 SAMO，氧

化甲烷)和负二价硫[28]。这种机制也意味着对甲烷

耦合铁氧化物重要还原机制的非生物过程进行排

除，为微生物途径提供最合理的解释。  

第 3 种是反应体系(以 Fe3+为主)中的 Fe3+还原

菌将氢气削减至低浓度，然后通过反向产甲烷途径

完成 AOM 过程[67]。以此为机制的 Fe-AOM 过程

往往建立在铁水合物等作为反应相且缺少活性有

机质的海洋环境中。 

5  金属依赖型甲烷厌氧氧化的实际应用 

Metal-AOM 对于减少全球甲烷的排放量有重

要意义。自然界中甲烷的排放包括自然排放和人

为排放两种，分别占了地球甲烷排放量的 40%和

60%[67]。研究表明，如果 Fe-AOM 氧化的甲烷量

能占到全球 10%，那么甲烷排放的削减量会是现

在的 2 倍[24]。 

以海洋生态系统为例，Metal-AOM 反应经常

发生在 SMTZ 以下的位置，由于人为富营养化和

SMTZ 带的向上运动，还原区以下的位置成为已发

现的金属氧化物的主要分布区域，此处硫酸盐、硝

酸盐和亚硝酸盐的含量不足，金属离子极有可能是

在该区域中唯一能参与 AOM 的电子受体[59]。 

Metal-AOM 反应参与水域环境中碳元素、硫

元素、磷元素以及金属元素的循环。淡水水域污水

处理过程中会导致甲烷大量排放，ANMEs 可以转

化甲烷为有机碳如乙酸，为生态系统中的异养微生

物群落提供碳源[68]，还可单独或联合其他菌群去

除硫元素、磷元素和金属离子等，而且不需要价格

高昂的电子受体。Fe-AOM 过程可以降解环境中的

有毒有害物质，例如 Fe3+可以沉淀含水层中的苯等

烃类物质[69]。 

此外，由于河口湿地甲烷的产生和氧化过程

受咸淡水交替、潮汐循环和冲淤变化等海陆相互

作用以及人类活动对湿地碳循环的影响，AOM 过

程的最终电子受体和影响因素常常改变，参与

AOM 过程的不同菌群也会因其不确定性使研究

受到限制[70]。 

在一系列 Metal-AOM 的金属离子添加实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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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可看出金属离子添加对反应速率和微生物数量

有一定的积极作用。2002 年，闵航等对水田 AOM

进行研究发现，Mn4+具有提升 AOM 的能力[71]。

2018 年，刘显槟对湿地土壤进行锰元素的添加，

发现锰的加入将大大减少甲烷的释放量[14]。同年，

Lu 等将铁进行浓度梯度添加会使 AOM 细菌和古

菌的数量显著增加，在最佳微量元素铁含量下，

AOM 细菌和古菌共培养体系中铵态氮和硝态氮的

去除率分别提高了 13.6 倍和 9.2 倍[72]，表明 Metal- 

AOM 或具有一定的除氮功能。 

目前，Metal-AOM 应用及其有关环境影响因

素 的 研 究 才 刚 起 步 。 未 来 需 要 进 一 步 研 究

Metal-AOM 菌群纯化富集分离及工业化回收金属

除碳除毒的适宜条件，减少各过程物质和能量的浪

费，提高反应速率和稳定性。例如：针对目前亟待

解决的含金属和有毒有害物质的废水治理问题，可

利用 Metal-AOM 进行处理，将甲烷作为替代碳源，

研发新型的回收金属除碳除毒工艺；通过改变反应

条件、金属电子受体种类、添加物等方面，建立合

适且高效的净化和生产模式，并进一步研发具体的

工艺流程，提升环境生态效益和经济效益。 

6  展望 

Metal-AOM 是指以金属离子为电子受体的甲

烷厌氧氧化过程，可以削减环境中的甲烷、金属离

子、环境污染物等，在元素循环和全球气候变化中

起着重要作用。探明 Metal-AOM 发生机理和微生

物在功能、生态和进化上的关系，有助于进一步完

善缓解全球气候变暖的措施，同时能够为制定甲烷

排放标准提供一定的理论基础与科学依据。本文综

述了近年来有关 Metal-AOM 微生物的分类和在不

同 水 生 生 态 系 统 中 的 分 布 与 功 能 ， 并 探 讨 了

Metal-AOM 过程的反应机制及其应用情况。 

从某种意义上说，Metal-AOM 的研究正处于

初期阶段，存在许多值得探索的方面，如：关于

Metal-AOM 功能微生物，我们对其种群分类、个

体形态、细胞化学组分、生理生化和生态学等特征

是否清楚？不同生境下，Metal-AOM 微生物与其

他生物之间存在怎样的共生关系？不同环境因子

会对菌群及反应速率产生怎样的影响？无法明确

回答这些问题表明我们对 Metal-AOM 的了解仍是

“冰山一角”。 

只有更加全面地认识 Metal-AOM，才能充分

利用各种 Metal-AOM 微生物使其在控制甲烷排放

和缓解全球变暖中发挥积极作用。为进一步深入理

解 Metal-AOM，后续应加强以下 3 个方面的研究： 

(1) 探究 Metal-AOM 微生物的生理生化及生

态学特征。目前还未获得任何单一 ANMEs 的纯培

养物。Metal-AOM 微生物富集培养的速率、稳定

性等方面的研究需要进一步深入，可以尝试通过外

加生长因子、利用生物化学强化等手段，或梯度添

加各种影响因子以确定更适于微生物富集的环境

条件。同时，有关富集培养物中高效微生物的筛选

和环境因子对 Metal-AOM 过程和机制的影响等也

有待进一步研究。 

(2) 利用分子生物学手段解析功能微生物代

谢活性和作用机制。为了对环境中 Metal-AOM 功

能微生物进行全面分析，今后的研究需要采用一些

非依赖于培养的微生物生态学研究手段，如单细胞

测序、宏基因组、宏转录组和宏蛋白组技术等，以

揭示其代谢活性和作用机制。 

(3) 注重将 Metal-AOM 与环保工程等联合研

究。Metal-AOM 的发现为新型生产工艺的设计和

发展提供理论基础。以后的研究可以尝试改善工

业生产方案和反应过程，通过试用不同的金属配

合物催化剂体系、反应添加物、反应条件、反应

器等并建立满足低成本和环境兼容性等优点的工

艺模式，延长底物与菌剂或及其衍生物的反应时

间，增大接触面积，从而提高反应器回收重金属

除碳除毒的效率。此外，微生物较慢的生长速率

与反应速率是限制生产工艺实际应用的关键，缩

短培养周期并针对性地优化富集条件可大幅度加快

工程进度。虽然以上技术的实现具有一定的难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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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此类工艺研发及应用具有广阔的前景，可为下

一步大规模推广提供技术支撑和实践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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